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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与 情 的 错 综 交 织

———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曲创作心态研究

刘　玮

[摘　要] 以往人们在论及明代戏曲时 ,多将目光投注到它们倡导个性和张扬人情这一方

面 ,而对明代戏曲中所渗透 、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关注得不够 。其实 ,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

曲既有对个性的倡导 、对真挚自由爱情的呼唤 ,同时又宣扬传统伦理道德 、自觉维护封建伦理

秩序 ,从而呈现出理与情错综交织的复杂面貌 。明代戏曲对唐传奇蓝本的这种变异之迹 ,主要

是时代思潮 、社会环境等的变迁作用于文人戏曲作家心理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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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人为主体的明代戏曲作者 ,其创作心态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 。相对于他们所取材的唐传

奇①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而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戏曲作家心态的演变 ,既有对传统伦理

道德的倡导 ,又有对个性的张扬和“情”与“理”的冲突 ,理与情有时对立 ,有时并行 ,更多时候是错综交织

的 ,从而呈现出传统与新变并行的复杂状态。

一 、倡导“理” ———传统伦理道德的遵循

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曲 ,有相当多的作品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有意识地遵循甚至倡导。

首先是对忠和孝的宣扬。沈璟《埋剑记》系取材于唐传奇《纪闻·吴保安》 ,原作意在传一件异事 ,褒

扬朋友之“义”。《埋剑记》秉承了这一意图 ,也宣扬了朋友之“义” ,但同时又赋予这一故事以新的 、更丰

富的内涵 ,即大力宣扬主人公“孝”和“忠”的伦理风范 ,以及作为士人的“节义”。先是对孝的宣扬。郭仲

翔在出征南诏之前顾虑重重:“老母在堂 ,难以远游 ,如何是好?”(第六出《推毂》)简直就是“父母在 ,不远

游”(《论语 ·里仁》)之说的文学翻版! 而当他被南诏国所俘 ,转卖多方 ,备受磨难之时 ,最令他痛苦的不

是自身所受的苦难 ,而是远离年迈的母亲 ,不能尽人子之孝心:“若不为老母在家 ,我这性命也不恋他到

今日了。”(第 25出《遘奴》)可谓骨肉之情与伦理之念共同作用于人物心理的结果。而其妻效仿古人“割

股疗亲”为婆婆治病的情节 ,则简直就是封建孝道的图解式穿插 !除宣扬主人公的孝心孝举之外 , 《埋剑

记》还有多处褒扬忠的精神或者忠孝并提。当郭仲翔做了酋望家的奴仆 ,他之所以能忍死含羞生存下

来 ,是因为君亲未报 ,忠心未尽:“我郭飞卿被蛮酋拘禁 ,与僮仆为群 ,忍死含羞 ,捐生犹豫 ,只为君亲未

报 , ……因此不辞戮辱 ,曲尽纲常 ,将移孝以为忠 ,故往役不往见 。”(第 18出《混迹》)在这里 ,作者将忠与

孝视作伦理纲常中最重要的两个构成因素 ,认为它们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内在联系。所以郭母的邻居贾

妈妈称许郭氏夫妇“忠和孝 ,在你贤妇贤夫”(第 29出《固穷》)。其意可以这样理解:郭仲翔此举既是忠

也是孝 ,其妻颜氏为他尽孝 ,使他能更安心地尽忠于国家 ,也是间接地尽忠 。颜氏这个人物及其种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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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戏曲增入的 。此外 , 《埋剑记》较《吴保安》增入的其他几段情节 ,如上文所述郭仲翔在敌国如何思

亲 、如何因母亲在堂而忍受屈辱 、不能就死的描写 ,系根据原作后半部分的简单交代扩充而成 ,其目的也

是宣扬忠孝观念②。可见 ,《埋剑记》作者在吸取唐传奇题材时 ,其心态与原作已经大相径庭!

在传统伦理道德中 ,忠孝与节义往往并提 ,要忠君 ,就要富有气节 ,特别是在遇到危难之时;而有节

之士无一例外是忠君的。即忠是因 ,节是果。所以明代戏曲在改编唐传奇时 ,除宣扬忠孝观念之外 ,还

着意挖掘其中所蕴含的“节义”思想 。《埋剑记》在表彰吴保安与郭仲翔之间的朋友之“义”上 ,与原作相

同 ,不过通过增加或者改写故事情节 ,将人物的这一情操挖掘得更为深入 ,渲染得更加突出。这是对当

时社会上由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利轻义 、见利忘义风气的一种反拨 ,表现出作者欲以戏曲创作重建传

统伦理秩序的努力。更重要的 ,是作者在表彰朋友之义的基础上 ,还着力渲染了郭仲翔的忠君气节:“我

若回到京师时节 ,便做悬头断颈 ,古人有云 ,寡君之为戮 ,死且不朽。便诛夷 ,瞑目也 ,吾何病?”(第 14出

《士节》)表示宁肯为君死节 ,也不降敌。而他之所以不求死 ,是因为“我孝和忠 ,一事无成” ,忠孝无成不

能轻易就死 ,从而将士节的内涵做了非常理性的诠释 ,提到非常崇高的层次。联系此出标目“士节” ,可

见作者对“士节”与“忠孝”的理解和极力宣扬 。作者的这种心态 ,在同题材的唐传奇中是找不到的 。

与从《纪闻 ·吴保安》到《埋剑记》的变异相类 ,唐传奇《纪闻 ·裴伷先》本是写唐尚书裴伷先政治上

的浮沉遭遇 ,而明代戏曲家许三阶在同题材传奇《节侠记》中 ,则将原作这一叙写着力渲染成一个忠直之

臣的遭受迫害和终获清白 ,由其出目即可见一斑:“忧国” 、“忠忤” 、“直谏” 、“侠晤” 、“诛佞”等等 。同时 ,

将原作所写裴伷先在北庭所得“铁骑果毅二人”以及此二人在抵挡追兵过程中战死的简略交代 ,改写成

裴伷先有朋友“果毅都尉”李多祚 ,与裴一同在朝为官 ,并详细述及他救助危难中的裴伷先的种种义举 ,

从而与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相呼应 ,突出了“节侠”的主题。

明代统治者自建国初期就提出以“孝”治国。“孝”就狭义范畴而论 ,是针对父母亲长的 ,推而广之 ,

则是对君主的忠诚。封建时代 ,父 ,乃一家之长 ,是子女绝对服从和尊敬的对象;君 ,则为一国之长 ,是臣

民们绝对服从的对象 。由此推之 ,孝亲之子必然会成为忠君之臣 。尽管人们时常会听到所谓“忠孝难以

两全”的话 ,实际那只是表象 ,其实质是:对国 、对君的忠是对亲最大的孝 ,而将对亲的孝移植到对国对君

的忠则是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的事 。所以历代不乏“举孝廉”之举 ,将事亲至孝之士推举到朝中或地方上

做官;“君亲” 、“君父”并称对举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而要实现忠孝 ,则节又是必不可少的品格 。因此 ,忠

孝节义 ,成为封建时代士人最重要的伦理风范 ,代代相沿 ,在明代更是被统治者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这样一个历史传承与时代氛围的交叉点上 ,作为文人的戏曲家们有意识地把这一品格赋予他们的主

人公 ,极力加以表彰 ,就不足为奇了 。

传统伦理道德除对男性有着忠孝节义等规范之外 ,对女性也有严格要求 ,除要求女性要与男性同样

孝亲之外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规范就是“贞节” ,遵守这一规范被称为“守节” ,否则被斥为“失节” ,理学家

们甚至提出“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的口号 ,将其提高到与“士节”同等的高度。这一观念产生虽较

早 ,但真正严格贯彻则始于明代 ,这一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曲中 ,主要体现

在对原作的改写上。这类改写主要有三种情形:(1)增入人物或情节;(2)改变原作人物的身份和经历;

(3)对原作情节加以改动或根据原作内容发挥联想和想象。

第一种情形较典型的是《埋剑记》 ,郭仲翔的妻子颜氏是新增的人物 ,除写她孝亲之举外 ,还写父亲

逼她改嫁 ,她誓死不从 ,表示“ ……生为郭氏妻 ,死当配郭郎葬” , “我是一马一鞍 , ……誓不把名节丧。

……”(第十七出《拒谗》),从而与故事主线所写的男子忠君“士节”相呼应。

第二种情形是将原作女主人公的身份加以改变 ,主要是将原来的妓女或侍婢之类的身份改写成养

女或无碍于名节的身份 ,如梅鼎祚《玉合记》。该戏取材于唐传奇《柳氏传》 ,原作女主人公柳氏本是李生

“幸姬” ,后来被送与韩翃;而《玉合记》虽写柳氏是李生家姬 ,却写她自小长在李府 ,稍大后别院而居 ,并

且一再提示 ,她刚刚成年 ,尚未得幸 ,而李生不久修道 ,遂将其赠与韩翃。小说写柳氏在乱中被沙吒利所

得 ,戏中也有这一情节 ,但因沙吒利之大妻嫉妒 ,所以并未失身 ,而是一直陪伴沙母。也就是说她在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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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翃前后均是玉洁冰清的 。类似的还有《紫钗记》 ,此戏来源于唐人蒋防《霍小玉传》 。原作虽也交代小

玉是霍王小女 ,但从她与曾为青衣的鲍四娘之间的交往 ,从对李益“博求名妓”的交代 ,以及小玉“妾本倡

家”的自述中 ,其妓女身份已经表露无遗 。而汤显祖在《紫钗记》中却将小玉是霍王小女的身份座实 ,变

“倡家”的自述为“郡主”之称 ,还一再强调她深居闺中 ,轻易不出 ,俨然一大家闺秀的风范:“尽日深帘人

不到” ,“忽报春来 ,他门户重重不奈瞧”(第三出《插钗新赏》),“此女寻常不离闺阁”(第四出《谒鲍述娇》)

等等;《狂朋试喜》一出更是明确道出小玉完全是新婚 。除此 ,《紫钗记》还表明小玉乃李益的正妻 ,男主

人公一上场就交代他“年过弱冠 ,未有妻房”(第二出《春日言怀》),并用较大篇幅铺写李益如何准备迎娶

小玉 ,而不似在唐传奇中那样是“博求名妓”;最重要的是 ,戏曲剔除了李益母亲为其订婚的情节 ,易之以

李益如何受卢太尉陷害 、小玉如何守身如玉等事。《紫钗记》努力从各个方面表明女主人公的纯洁与节

操 ,与其唐传奇蓝本所描写的霍小玉形象迥然不同 。

另有一类改动 ,是在原作基础上加以联想和想象 ,旨在突出女主人公超常的道德风貌 。杨柔胜《玉

环记》与陈与郊《鹦鹉洲》 ,均以范摅《云溪友议》之《玉箫化》
③
和《苗夫人》所述韦皋与玉箫的爱情故事及

韦皋发迹前后与岳父一家的纠葛之事为蓝本 。《玉箫化》主要讲韦皋早年曾寄居于江夏姜使君家 ,与姜

家青衣玉箫有情 ,韦父催其还乡 ,韦皋与玉箫约定七年后来娶她;韦皋逾期未至 ,玉箫绝食而死;后来玉

箫再生 ,二人终成连理。此作收入《太平广记》时被归入“情感篇” ,小说虽也有一处写姜荆宝“悯其(玉

箫)节操” ,但故事自始至终弥漫着荡气回肠的深情 ,特别是玉箫临死前所作的《留赠玉环诗》 :“长江不见

鱼书至 ,为遣相思梦入秦” ,体现了玉箫对韦皋的一片痴情。《苗夫人》旨在强调“海内贵门 ,不敢忽于贫

贱之婿” ,因此着重叙述韦皋岳父张延赏对韦的前倨后恭 ,以及岳母苗夫人的慧眼识英才 ,对韦皋之妻张

氏着墨不多 ,只写她在韦皋东游之际以妆奁相赠 。《玉环记》与《鹦鹉洲》在塑造人物 、结撰情节时 ,则均

在原作基础上发挥想象 ,有所添加 ,着意强化女主人公的贞烈与节操。《玉环记》中 ,当韦皋听说玉箫因

他逾期未至相思而亡时 ,他的反应不是感动于对方的用情之深 ,而是大赞其“节义”:“妇人似你贞烈罕 ,

难得身堕风尘节义全” , “这节义 ,这节义伊谁与传 ? 我心铭徒自镌”(第 25出《韦皋得真》);而张延赏因

不喜韦皋而逼女再嫁时 ,其女儿张琼英则遍引前朝节烈之女 ,自许“贞烈敢比于冰霜” , “再嫁之言 ,实难

从命”(第 26出《逼女更夫》)。同样地 ,在《鹦鹉洲》里 ,玉箫一开始就谨守妇德 ,对韦皋的调戏坚决拒绝;

主人姜荆宝欲将其嫁与韦皋 ,她无奈相从 ,却明确表示“女惟四德 ,妾永一心 ,自须明配鸾俦 ,谁肯暗迷蝶

梦”(第七出《拒戏》);后来韦皋一别七载 ,姜荆宝劝她改嫁 ,她誓不相从 ,表示“丈夫虽水面流花 ,女终燕

子之楼” , “情愿向苦海中淹杀 ,不欲从红尘内苟生”(第 18出《守死》)。在这部戏里 ,玉箫与韦皋之间离

合的出发点不是双方的感情 ,而是对女性道德 、主要是贞节的重视与恪守 ,玉箫誓不改嫁之语与“饿死事

极小 ,失节事极大”之教条可谓异曲同工 !对此 ,戏的开场即已点明“守一生贞节玉箫女”。这些都是作

者对原作情节的有意发挥和改写 ,旨在突出女主人公的贞烈节操 。徐霖《绣襦记》更是充分发挥联想 ,将

原作李娃劝郑生苦读的情节 ,渲染成李娃为避免郑生分心而剔目毁容(第 33出《剔目劝学》),简直就是

前代烈女的再生 !所以戏的结尾将原作对“烈女”的赞叹置于皇帝诏书之中 ,对她的节烈之举给予了那

个时代至高无上的评价。

上述这类变异在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曲中所在多有。唐传奇作者在进行创作时 ,并不看重女主

人公是否贞节 ,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悲欢离合上。而明代戏曲作者更关注女性的

贞节 ,往往将原作中女子对男子情感的专一冠以“守制” 、“守志”或“守节”之名 ,着意塑造冰清玉洁 、恪守

贞操的女性形象;一旦有人要破坏女性的贞节 ,就会遭到法律的惩处或道德的谴责 ,上述戏曲中劝女子

改嫁的父兄或家长 ,除姜荆宝外 ,多数是为作者所否定的形象 ,如《玉环记》中张延赏 ,《埋剑记》中颜氏之

父等;而《红蕖记》中的魏才 ,则因冒充崔希周欲与曾丽玉成亲而受到当时身为巴陵县令的郑德璘的严

惩 ,郑德璘在下断时说“似此狂徒 ,大伤伦纪 ,合从严律 ,用警非彝 。”魏才这个人物以及相关情节 ,均是沈

璟在改编唐传奇原作《郑德璘传》时增入的 ,可见作者的用心所在 。

唐传奇经过明代戏曲作者这样改写之后 ,不仅仅女性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且多数男主人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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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生了相应改变 ,即由唐代“狭邪之游”的风流书生 ,变成恪守礼法的正人君子;同时 ,作品题材也随之

发生变化 ,多数由原作的“青楼”题材变成了明代戏曲的“才子佳人”题材 ,有的作品更是反复强调这一

点 , 《紫钗记》即不断强调李益与霍小玉是一对“才子佳人” :“不遇佳人 ,何名才子” , “才子佳人 ,自然停当

也”(第二出《春日言怀》),“喜才子佳人 ,双双锦瑟华年”(第 13出《花朝合卺》), “才子佳人 ,可是人间天

上也”(第 14出《狂朋试喜》), “正才子佳人无限趣 ,怎弃掷在长途”(第 25出《折柳阳关》)等 ,从而将男女

主人公的结合置于封建礼法允许的框架之内 。

上述明代戏曲对其唐传奇蓝本的变异 ,主要因素在于明代戏曲家进行创作时 ,有意将传统伦理道德

意识渗透到作品中。换言之 ,明代戏曲作者相对于他们所取材的唐传奇作者 ,传统伦理道德意识极为强

烈 ,宣扬传统伦理道德 、重建传统伦理秩序的使命感极为强烈。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朝代 ,明初的统治者们在思想领域实行相当严格

的控制 ,太祖朱元璋命刘基按唐宋旧制制定科举制度 ,并严格规定以《四书》 、《五经》取士 ,设立太学 ,倡

导“濂 、洛 、关 、闽”之学;朱棣更是大力推行程朱理学 ,颁布了《四书大全》 、《五经大全》 、《性理大全》 ,并亲

自作序 ,诏令全国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准的。经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 ,程朱理学逐渐深入人心 ,渗透

到思想文化 、乃至日常生活之中 。其中的重要内容———伦理纲常下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上又与国

家 、社稷命脉紧密相连。而摆脱了元代备受歧视的屈辱地位之后 ,在汉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新的大一统政

权之下 ,文人士子内心深处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再次苏醒 ,统治者不失时机地重提 、强调具有强大凝聚力

的伦理纲常 ,在一定时期内 ,自然会引起相当一部分士子的共鸣 。加之自幼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和社会风

气的浸染 ,在他们心目中 ,伦理纲常即便不是最应关注的问题 ,至少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一心态体现在

他们所创作的戏曲中 ,流露出甚至直接标榜传统伦理秩序 ,倡导传统道德的作品所在多有 ,上述取材于

唐传奇的作品同样不可避免这一现象。

封建伦理纲常自然不是从明代才出现的 ,但在前代 ,特别是唐代 ,还没有形成像程朱理学这样一个

严密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系统 ,还没有像明代这样被统治者如此旗帜鲜明 、不容置疑地提倡过 ,还没有

如此自上而下 、广泛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心灵之中 。因此 ,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曲在对原作进行改编

时 ,往往有意识地增添或强化体现这类观念的情节 ,而与原作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思想风貌 。

二 、倡导个性和人情———“情”与“理”的交织

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曲既有对传统伦理纲常的倡导 ,也有不少作品极力张扬个性和人情 ,特别是

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作品 ,从而使明代戏曲呈现出一种“情”与“理”错综交织的复杂面貌 。

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曲对个性的倡导 ,既有对男性英雄之气的弘扬 ,也有对女性不让须眉气概的

歌颂 。凌濛初《北红拂》、《虬髯翁》两种杂剧和冯梦龙改订的《女丈夫》传奇
④
,均取材于唐传奇《虬髯客

传》 ,虽所叙人物故事各有侧重 ,但都将虬髯翁雄豪阔大的胸襟和不甘居人下的志气抒写得淋漓酣畅:

跨长鲸 ,涉大川 ,望中华 ,则一圈。则俺猛回头 ,单留的红热面。

两地干功名 ,都遂平生望 ,方信道好男儿道路广。(《虬髯翁》第三 、四出)

凝冕旒自称王 ,索强如下场头拜人卿相 ,江山原坐享 ,黎庶尽心降 ,四境封疆 ,平白地在人

上。(《女丈夫》第 30出)

这在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时代 ,不啻一曲自立于天地间的英雄颂歌!

在张扬个性的思潮下 ,不独男子可以昂扬于天地间 ,充分表现自我个性和主体精神 ,女子也打破了

“无才便是德”的陈腐旧套 ,文可以中状元 、做官 ,武可以杀敌立功。徐渭《四声猿》就有两种杂剧分别写

了一文一武两位女子不让须眉的壮举。由于题材的关系 , 《雌木兰》不在我们论述范围内。《女状元》取

材于五代金利用《玉溪编事》中黄崇嘏的故事 ,将小说所叙黄崇嘏因失火而下狱 ,献诗后被召见 ,改成她

因家贫而赴京应试 ,以其所作乐府文词丰神艳逸而夺魁 ,做了成都府司户参军 ,并详细描写了她如何精

通琴 、棋 、书 、画 、诗 、文 、对联 、案牍等事 。从作者对女主人公才能略嫌夸张的描写可以窥知 ,作者对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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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才华极为欣赏 ,从而透露出作者对女性个性和才能的张扬 。这一创作心态与唐传奇原作倾向于

写出一件异事的心态相较 ,显现出重大的变异之迹 ,是历史进步使然 。结合作者《四声猿》中其它三种作

品《翠乡梦》 、《狂鼓史》和《雌木兰》来看 ,作者是有意识地利用戏曲这一艺术形式充分张扬个性和个体才

华 ,包括对女性才能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

明代中后期的剧作家们在张扬主体意识 、肯定个性的同时 ,还充分认同了人欲 ,对冲决礼教的真挚

爱情给予了热情颂扬 。这类作品 ,除众所周知的《牡丹亭》之外 ,还有李日华《南西厢》 、陆采《南西厢》 、徐

霖《绣襦记》 、王骥德《题红记》 、孟称舜《桃花人面》(杂剧)等 。前两种以元稹《莺莺传》为蓝本 ,但其人物

形象和所表现的主题更接近王实甫《西厢记》 ,对女主人公内心的情理冲突 、情最终战胜理的过程进行了

细致描写 ,对有情人冲破礼教束缚而终成眷属给予了充分肯定。其它几部作品也都对其唐传奇蓝本发

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 ,变异的共同指向是将人物之间真挚的爱情置于首位 ,给予高度肯定和热情颂扬。

同两部《南西厢》不同 ,《桃花人面》的女主人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佳人” ,而是生长于乡间 、并未受

过正统教育的农家少女。因此 ,该剧所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 ,不似《西厢》 、《牡丹》等作品那样

包含着鲜明的情与理的冲突 ,而更多的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和对天然人情人欲的合理伸张 。作品在表现

女主人公桃花女叶蓁儿对崔护的相思之情时 ,用以烘托情感的是乡间寻常可见之景:“面青山冷画屏 ,绕

柴门渌水汀 ,恼杀人隔墙儿几树野花檠 。”(第三折)这乡间景色不仅符合女主人公的身份和生活环境 ,而

且排除了门第和功名的因素 ,让人物在天然的环境中流露出天然的情感。除此之外 ,作品还用了相当大

的篇幅层层推进地描写了桃花女对崔护的刻骨相思 ,从而对这种天然的人情人欲给予充分肯定:

(旦)[醋葫芦]绣帏中 、寒悄生 ,则待对闲阶哭向明 。似这样可怜宵 ,辜负了可怜人 。您道

咱人面桃花相厮映 ,可知我一般儿都是这凄凉命。夜来雨 、晓来风 ,满庭花落也 ,则有谁疼 ?

(第四折)

(旦)[上小楼]软兀刺气丝儿半联不续 ,瘦稜生病骨儿千椎万楚 。[低科] 俺可也不能够贪

他一声疼惜 、一时夫妇 、一晌欢娱。到博得个风剪芙蓉 、雨打梨花 、烟销宝炷 。一霎时虚飘飘恨

悠悠魂飞何处? (第五折)

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 ,均情深意切 、真挚动人 。作者这样安排 ,显然是对自然人欲人情的有意张扬 。而

最终让桃花女复生 ,与崔护喜结连理 ,既是对原作的承袭 ,同时也不能排除《牡丹亭》等作品情节模式的

影响 。这种因情而死 、又因情而生的情节模式的重复使用 ,不能不说是主情的时代思潮共同作用于作家

心理的结果。《桃花人面》是根据唐代孟棨《本事诗》中的一段记述创作的 ,唐传奇原作重在记录一桩诗

人奇遇 ,写出一首诗的来龙去脉 ,而此剧在创作心态上显然已与原作大相径庭!

然而 ,诚如上文所言 ,明代戏曲所透露出的作者的种种心态 ,并非脉络分明 ,层次清晰 ,而是错综交

织 ,相互纠缠 ,有时甚至相互背离地出现在同一作家笔下或同一部作品之中 ,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比如

同是汤显祖 ,在他笔下 ,既有杜丽娘的青春觉醒和对传统礼法的突破;也有霍小玉 ,由原作敢爱敢恨的妓

女摇身一变而为谨守闺范的侯门之秀 ,其人物形象几乎呈现为两极分化状态。再比如同是《女状元》 ,既

有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教条 、充分张扬个性和才能的大胆描写;又有对女主人公守身如玉 、操

比冰霜的由衷赞许。与此相类 ,取材于唐传奇《李娃传》的《绣襦记》 ,运用一个世家子弟与妓女自由恋爱

这一题材进行创作 ,具有肯定个性 、张扬人欲的心态在内 ,但《剔目劝学》一出则包含着浓重的传统礼教

成分 ,从而表现出传统与新变相交织的复杂心态。

这一复杂心态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王骥德《题红记》 。该剧一方面张扬爱情主题 ,一方面又花不小

篇幅描写男女主人公因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而结合的过程。作品取材于唐孟棨《本事诗》 、范摅《云溪友

议》及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红叶题诗的故事 ,写当朝显宦之女韩翠屏被宣入宫 ,因难耐禁宫中的寂

寞而题诗红叶 ,御沟送叶 ,最后终于得与心上人同谐连理 。就这段中心情节而言 ,该剧同《西厢记》 、《牡

丹亭》等作品一样突破了传统礼教 ,从对女主人公韩翠屏题叶前的心理活动描写即可窥其一斑:“当时侯

继图在大慈寺中得桐叶一片 ,上题情诗一首。后数年竟得这题叶女子成婚。 ……开元中 ,有个宫人 ,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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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军士 ,明皇就将此女赐之 ,说道:̀我替你结今生缘。' ”(第 17出《霜红写怨》)对红叶题诗和宫人寄诗军

士事典的追述 ,委婉而又毫不含糊地传达出一位年轻女子久居深宫 ,渴望得到美好爱情的心理 。

然而 ,作为一个受传统礼教熏陶甚深的女性 ,她在做出这番有违妇德的举动时 ,内心难免充满矛盾:

(旦)叶儿且住 ,听我分付你几句。[簇御林]我是悲秋客 ,肠断人 ,寄愁心 ,出禁门 ,你溪头

去通个桃源信 ,若逢人且谩说真名姓。你去倒去了 ,怎能勾得你个回音 。枉痴心 ,无情流水 ,那

讨个音尘。(同上)

此刻女主人公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明知道不可与禁门之外通音信;一方面又要托红叶去通个“桃源

信” ,渴望得到回音 ,以成就一桩像刘晨 、阮肇桃源奇遇一样的姻缘。同时又嘱咐红叶“若逢人且谩说真

名姓” ,担心有损自己乃至家族的名誉。

《题红记》女主人公的这种矛盾心理与崔莺莺 、杜丽娘等人相似 ,不过该剧在表现情与理的冲突 、营造

“情”的氛围上 ,却远没有《西厢》、《牡丹》二剧突出 ,主要表现在以大量篇幅描写韩翠屏与于祐在婚姻问题

上服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上。作品以六出篇幅详细铺写韩翠屏之父叫官媒为她说亲 ,将她嫁给新科状元

于祐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韩翠屏并不知道新科状元就是回赠诗叶的人 ,因此内心十分忧闷 ,但又不

肯对父母说出真意 ,侍女玉英要替她跟夫人说知 ,并要设法帮她寻访还题之人时 ,她百般拦阻:“说那里话 ,

岂不闻月下桑间 ,女子丑行 ,怎做得这样事?”(第27出《花阴私祝》)这是她跟侍女的私下对话 ,并非故作姿

态 ,可见她身上传统礼教的气息比崔莺莺 、杜丽娘等人浓厚得多。而当婚期将近 ,无可如何之时 ,她则将自

身幸福交给了命运和神灵:“姻缘可自如 ,总是前生注。想玉杵当年 ,曾有神灵护。”(第 29出《黄阁命媒》)

对父母的安排完全被动接受 ,而不是像莺莺和杜丽娘那样去主动争取自身的幸福。

人物形象和情节的这种设计和安排 ,反映出作者自身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传统礼教的局限。

尽管故事的中心情节突破了传统道德的樊篱 ,但让男女主人公通过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成婚 ,则又回到

了传统伦理秩序的框架内 ,显示出作者理与情错综交织的复杂心态。

上述取材于唐传奇的爱情之作多不出才子佳人模式 ,而就在这相似的模式之下 ,表现出作者们共同

的 、带有新的时代色彩的创作心态 ———对个性的肯定 ,对正常人情人欲的张扬。同时 ,这些作品又没有

完全摆脱传统伦理纲常 ,从而呈现出情与理错综交织的面貌 。这种复杂的创作心态在同题材的唐传奇

中很难寻绎到 ,是在新的时代思潮和环境之下 ,戏曲对其蓝本的重要变异。

从总体上说 ,明代传统伦理观念的力量是强大的 ,文人戏曲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也自觉地承担着宣

扬这一观念 、巩固传统伦理秩序的使命 。但是 ,一种思想的过度强化和故步自封 ,必然使之日益保守僵

化 ,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则会对它做出修正 ,甚至反拨。成化以后 ,就有学者一变对经书的亦步亦趋而开

始改易经籍:“成化以后 ,学者多肆其胸臆 ,以为自得 ,虽馆阁中亦有改易经籍以私于家者。此天下所以

风靡也夫?”[ 1](卷 11《禁异说》)此后 ,则有陈献章 、王守仁出 ,提出更切近人情的学说 ,学者追随响应。《明

史·儒林传序》对此有详细记述:

原夫明初诸儒 ,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 ,师承有自 ,矩矱秩然 。 ……学术之分 ,则自陈献

章 、王守仁始。 ……宗守仁者 ,曰姚江之学 ,别立宗旨 ,显与朱子背驰 ,门徒遍天下 ,流传逾百

年 ,其教大行 ,其弊滋甚。嘉 、隆而后 ,笃信程朱 ,不迁异说者 ,无复几人矣。[ 2](卷 282 ,第 7222 页)

此后 ,各学派不断提出类似观点 ,泰州学派更是越走越远 ,充分倡导个性 ,张扬人欲 ,这是在整个社会环

境大变动之下出现的文人阶层自我意识高涨的产物。这类思潮反映在戏曲创作中 ,就是对个性的积极

倡导和对“情”的热情歌颂 。

然而 ,统治社会千百年的伦理纲常观念在世道人心中一时又挥之不去 ,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染 、同

时又对新的社会思潮极其敏感的文人 ,其内心深处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观念往往交织并存 ,因此 ,文人

戏曲作家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情与理错综交织的复杂面貌。这是在明代这一特定历

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创作心态 ,相对于其蓝本唐传奇作家们的心态 ,其变异之迹不可谓不鲜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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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论

传奇作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戏曲体制 ,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兴盛起来 ,而明杂剧的创作在建国之初 ,

受到以太祖朱元璋为首的统治者的控制 ,多为神仙道化剧 、教化剧 、宫廷承应戏等 ,难见思想 、艺术水平

均较高的作品。上面所举作品 ,多数实际上是心学等异端思想已经兴起并逐渐风靡的明代中后期之作。

那么 ,为什么在这些作品中还渗透着那么浓重的传统伦理道德色彩呢? 这正体现了明代文人特殊的创

作心态。当时 ,传统伦理观念虽然受到冲击 ,有人起而响应 ,但真正要使一种思想渗透于整个社会 ,潜移

默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 、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之中 ,却不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能实现的 。而程朱理学

所阐释的儒家伦理思想 ,虽有新的视角 ,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传统的 ,是对早在周代就已形成的宗法制度 、

宗法观念的新的阐释 。这一观念早已根深蒂固 ,积淀到人们 、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血脉之中 ,成了一种

“集体无意识”;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重新阐释 ,统治者的大力推行 ,无疑又深化着这一印象 ,不断

唤醒对它的记忆 。具有深厚文化修养而又处于主流文化圈中的文人 ,多半不会轻易地随波逐流 ,他们骨

子里的传统思想观念仍然相当活跃 ,所以即使在明代中后期 ,心学乃至其后学的异端思想广泛传播 ,在

社会上引起反响时 ,在许多文人的剧作中仍能很容易找到传统伦理道德的深刻烙印 。同时 ,文人阶层又

是社会上的敏感人群 ,特别是对新思潮的涌动 ,对文化上新因素的出现具有敏锐的感受力 。而社会风尚

的变迁 ,大众生活方式的变化 ,也会不断进入他们的视野 ,促使他们进行细致观察和严肃思考。文人作

家们将上述种种错综复杂的心态形之于戏曲这一有足够篇幅来铺写人情物理的艺术样式 ,利用已为人

们所熟知的前朝故事 ,来传达他们理与情相交织的复杂而宛曲的心态 。

历来研究明代中后期戏曲的论著 ,在论及其思想倾向时 ,多半将目光集中在其反传统 、反礼教的一

面 ,挖掘其中所蕴含着的新的思想因子 ,而对其中所留存甚至张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则忽略不计或者

视若无睹 ,对文人戏曲作品中传统与新变错综交织的状态更少理析 。本文从考察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

戏曲对其蓝本的变异入手 ,既注意到这些作品对传统的新变 ,对人情人欲的肯定与张扬 ,也关注到文人

戏曲家们赋予笔下的人物以传统伦理道德 ,甚至试图以戏曲这种艺术载体重建传统伦理秩序的努力 ,发

现明代 、特别是其中后期的戏曲在创作心态上呈现出情与理错综交织的复杂面貌 ,从而为明代戏曲研究

增添一个新视角 ,提供一点新经验 。

注　释:

①　本文所论唐传奇指创作于唐 、五代时期 , 具备一定的有意识的虚构和想象成分 , 记叙首尾完整 ,有较鲜明的人物形象

等特征的文人小说。

②　唐传奇《吴保安》后半部分有这样的交代:郭仲翔“辞亲凡十五年” ,后又“迎亲到官” 。

③　该篇收入《太平广记》时题为《韦皋》 ,见《太平广记》第 274 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④　所据版本分别为:明末精刻本;沈泰:《盛明杂剧》二集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8 年影印本;《墨憨斋详定传奇三

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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